
张弼士的
光荣与梦想
清末民初“官办”与“民营”之争
本报记者 张子森 张坚栋

与清末民初全国范围内的民营企业类似，山东此类企业最早亦从军事上和经济上

防止外国侵略，由“求强”而到“求富”以实现抵御外侮。“虽然它们规模狭小，力量单薄，

远不足以对山东传统经济形成整体性颠覆的冲击力，但考虑到这是在短短的几十年里

对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经济体制进行的一次全方位的初步改造，其意义仍不能低估。”

9 月 28 日，在烟台市张裕酒文化博
物馆，葡萄酒香氤氲在空气中。闭目凝
神，酒香似乎穿越了百年的时空隔阂，回
到晚清，依稀见证了 100 年前那划时代
的革命。

岂止是见证。作为晚清民族资本家
中的佼佼者，张裕创始人张弼士曾资助
孙中山 30万两白银用于开展革命
运动。

1912 年 8 月，已辞去临时大
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先生，受袁世凯
之邀赴北京会谈。途经烟台时，孙
中山参观了张裕公司，并题赠“品
重醴泉”。

这是孙中山一生中唯一一次
为企业题词。而这一题词，也记录
着民族资本企业对辛亥革命的推
动作用。

为创办张裕先戴“红帽子”

芝罘湾潮起潮落光阴荏苒，烟
台山灯塔长明跨越百年。

孙中山和康有为都曾到过彼
时的张裕酿酒公司，留下过墨宝。
100 年以后，他们在酒文化博物馆
化身为雕像，永远保持一个姿势，
目光向着远方。

时光追溯到清同治十年(1871
年)，已是南洋巨富的客家人张弼
士接受一位名叫拉辖的荷兰友人
的邀请，参加法国驻雅加达领事馆
举办的酒会。酒会上法国领事偶然
的一句“这酒如果用烟台所产之葡
萄酿造，质量也毫无逊色”，让他眼
前一亮，产生了在烟台建葡萄酒厂
的念头。
张弼士虽有千万贯家财，但没

有清廷的官家身份，在国内投资设
厂始终无门。清光绪十六年
(1890)，清驻英钦使龚照瑗奉命考
察欧美富国之道，回国途中，龚氏
特意拜访了张弼士。张弼士经营的谋略、
处事的智慧、为人的大度，深得龚氏的赞
许。由于龚氏的推荐，张弼士遂得到清廷
的加官晋爵，先是被命为大清国驻马来
槟城首任领事，后又升迁为驻新加坡总
领事。这无异于为张弼士发了一张在国
内投资设厂、实业兴邦的通行证。
1891年，张弼士应盛宣怀之邀，到烟

台商讨兴办铁路、开发矿山事宜，趁机向
盛提出在烟台建葡萄酒厂的建议，并在
烟台做了实地考察。

从 1892 年开始，张弼士共投资 300
万两白银，在烟台市区东南和西部市郊，
购得占地千亩的两座荒山，建设葡萄园，
同时引进酿酒设备。一个百年老字号自
此诞生。

在张弼士创办张裕的前后，一大批
民族资本企业，如大生纱厂、合义丝厂、
商务印书馆等名噪一时。历史学家雷颐
在《走向革命——— 细说晚清七十年》一书
中称，据 1895 年到 1898 年 4 年间的不
完全统计，全国新创办企业 62 家，资本
总额达 1240 余万元。资本总额 10 万元
以上的企业有 21 家，资本总额却达到了
1126 万元，“可见，许多私人企业已具相
当规模”。

官督商办：从求强到求富

1872 年，清政府顽固派官僚宋晋上
奏称，由于国家财政困难，福州船政局、
江南制造总局“靡费太重”，应予停办。李
鸿章针锋相对，并提出解决财政之道是
“求富”，使洋务运动从以军工为主的“求
强阶段”，过渡到以生产民用品为主的
“求富阶段”。

但清政府没钱，李鸿章想到了“官督

商办”。
已故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百年

中国经济史笔记》中对“官督商办”评价
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称“商人成功
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庇
护”。

随着轮船招商局从军工转向民用，

“官督商办”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
委派官员管理的模式，对当时新式民用
企业的建立和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都起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弼士初创张裕时，得到在北洋通
商新政中红极一时的盛宣怀的撑腰，又
受到权倾朝野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关
照，不但发给张裕公司准照，还享有免税
3年、专利 15 年的特殊待遇，令张裕公司
一时气势如虹。
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长李平生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称，与清末民初全国范围
内的民营企业类似，山东此类企业最早亦
从军事上和经济上防止外国侵略，由“求
强”而到“求富”以实现抵御外侮。“晚清山
东各地在农业、手工业、工业、交通、外贸、
商业、金融等领域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
些现代化的新气象，虽然它们规模狭小，力
量单薄，远不足以对山东传统经济形成整
体性颠覆的冲击力，但考虑到这是在短短
的几十年里，对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经济体
制进行的一次全方位的初步改造，其意义
仍不能低估。”

摇摆不定的民营政策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引起了中国社
会的巨大震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像日
本那样发展民族私营企业才是强国的根
本。清廷颁布了“饬令招商，多设织布、纺
绸等局，广为制造”的电旨，中国出现了
一个民间兴办新式工业的小浪潮。
《走向革命——— 细说晚清七十年》一书

中写道，“清廷此时的经济政策是对纺纱、
碾米、酿酒等对‘国计’影响不大的行业放
开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以及原‘官督
商办’的企业则一直摇摆不定。”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

家袁伟时曾以汉阳铁厂为例论证清政府
后期经济政策。张之洞办企业，预计年产
量六万吨，但一投产就亏本。袁伟时称，
汉阳铁厂作为官办企业，官僚成本太高；
另一个是瞎指挥，买设备时人家问张之
洞，说铁矿是什么性质的，要买贝氏炉还
是马丁炉？张之洞很大方，两种都要！

“成本高，产出少，到 1896年，
没办法了，混不下去了，张之洞才
认识到要招商，要交给商人去
办。”盛宣怀接手企业后慢慢发展
起来，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汉阳
铁厂都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

这个典型的从官办到民营的
例子验证了清末民营经济的巨大
活力，但终归也逃脱不了体制带
来的禁锢。

当时的清政府中，一派认为
“私人资本强大之后，将削弱统治
者的统治力量”；另一派则认为私
人资本强大会使国富民强，朝廷
统治更加巩固。“两种政治力量斗
来斗去，一时这派占优势，一时那
派占上风……清政府在重大经济
政策上的大幅度摇摆，最终成为
清王朝垮台的导火线。”

铁路国有引爆革命

在清政府摇摆不定的经济政
策影响下，很多民族资本家为了
追求自己的利益，开始有意无意
地参与变法或者革命。

1903 年，“状元企业家”张謇
被任命为商部头等顾问官，俨然
成了官方认可的商界最高领袖。
张謇是清末君主立宪运动的倡导
者和支持者，曾为张之洞起草《拟
请立宪奏稿》。

有支持君主立宪者，自然也
有支持革命的。辛亥革命前，革命
党人在海外秘密活动时，张弼士

便指示其南洋企业秘密援助，并通过胡
汉民暗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
1911年1月，盛宣怀被任命为邮传部

尚书。此时立宪运动搁浅，社会矛盾激
化，中国俨然一个火药桶，而点燃火药桶
的，正是过去40年来一直为朝廷打造实
业基石的盛宣怀。

彼时正值铁路修建高潮，朝廷、民
间、国际资本三方角逐。盛宣怀自认铁路
必须国有，上奏将已经民营化的粤汉、川
汉铁路收归国营，并向英、德、法、美等国
借款。

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商民群起
反对。1911 年 5 月 14 日，长沙万人集
会；9 月 7 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枪杀数百
请愿群众，引发四川民变。10 月 10 日，
在同盟会策动下，武昌数百新军发动起
义，星火燎原，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
制制度，这就是辛亥革命。
《清史稿》最后的结论是：(盛)宣怀

侵权违法，罔上欺君……酿成祸乱，实为
误国首恶。这可能是清政府的无奈，但不
可否认，民营经济对清政府甚至整个封
建王朝的瓦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2年8月，孙中山先生应袁世凯之
邀北上，由上海经水路在烟台停留。这次
烟台之行，他还特地参观了张裕公司。他
饶有兴致地品尝了酒窖中陈酿的葡萄酒
和白兰地，并用遒劲的楷书写下四个大
字：“品重醴泉”。
1917 年 7月，张勋复辟流产后，康有

为逃离京师，避难美国驻芝罘领事馆。在
美国领事馆，穿长衫马褂的康有为，心情
倒也不坏。闲来无事，南海先生大啖螃
蟹，喝着葡萄酒，优雅地赋诗：“深倾张裕
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且避蟹鳌写新
句，已忘蒙难征莲华。”

B05
2011年 10月 10日 星期一

编辑：闫 杰
美编：刘冰霖
组版：马秀霞

辛
亥
革
命
之
山
东
变
局

盛宣怀：

亦官亦商
盛宣怀(1844 — 1916)是个异常

复杂的人。他本身既是官员又是商
人，深谙为官之道与经商门路。

他于 1885 年开始担任招商局
督办，与前任相比，他主政时的“官
督”大为加强，官的色彩较浓；但与
那些要完全官办的人相比，他又是

“商”的代表，坚决反对“官办”。这
种亦官亦商的两面性，在他的官、
商生涯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早在 1894 年 2 月初，他奉李
鸿章之命接办官督商办的上海机
器织布局时，就担心企业办好后为
官收回，向李建议道：“股商远虑他
日办好，恐为官夺，拟改为总厂，亦
照公共章程，请署厂名，一律商
办。”以前的企业都是“局”，“局”乃
官方机构名称，“厂”则是企业名
称。由“局”改“厂”，一字之易，却是
大有讲究。李鸿章同意盛的方案，
将其改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

1901 年，由于棉花价格猛涨，
工厂亏本，盛宣怀串通两江总督刘
坤一上奏称，由于亏损严重，“自应
准其另招新商顶替，改换厂名，再
接再厉”。经清政府批准后，盛宣怀
以原价买下自己股权占优、一手经
营的企业，改名为“集成纺织公
司”。上海机器织布局——— 华盛机
器纺织总厂——— 集成纺织公司，此
厂终于从产权不明的“官督商办”，
经过逐步改制变成了产权明晰的
盛氏“私产”。

孟洛川：

深得袁世凯赏识
从章丘走出的商人孟洛川

(1851 — 1939)，用自己多年的苦心经
营，将“瑞蚨祥”品牌推向全国，成为
时人称颂的著名民族资本家。

民族资本要想站稳脚跟，寻求
发展，必须依靠官僚政客，孟洛川也
深谙此道。为了瑞蚨祥的发展，孟洛
川不得不攀高权贵、结交官府，先后
与清法部侍郎和王、察哈尔都统何
春江、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之弟徐世
光等人结为儿女亲家，用联姻攀结
权贵。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孟洛川
和袁世凯深相结纳。袁父死后，他作

“三多九如”贡席，亲往路祭。后袁母
出殡，他又任治丧总管，并以为袁母
成功治丧而得到袁的赏识。袁世凯
出任北洋政府总统后，于 1914 年 7
月 18 日任命孟洛川为参政院参政。
此外，孟洛川还吸收许多官僚的个
人存款，用以发展企业。

孟洛川还教导其子侄与北洋
军阀王占元、靳云鹏、吴佩孚等交
往，还叫其侄子孟觐侯攀交张作
霖，成为换盟兄弟，并被张作霖委
任为直鲁联军总司令部顾问，从而
排除了张宗昌对孟家的威胁。

▲ 1912 年 8 月 20 日孙中山
途经烟台，下榻于烟台山下的克利
顿饭店二楼东北的房间。图为克利
顿饭店旧址。(资料片)

烟台张裕酒文化博物馆内的张弼士塑像。


